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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开，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迁移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加重了

隔代抚养压力， 这会对中国农村地区趋于老龄化的劳动配置产生何种影响， 影响的作用机

制如何？ 规范分析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文章利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

查 （ＣＨＡＲＬＳ） 农户微观数据， 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探究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

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研究发现， 隔代抚养参与和时间对农村中老年人的总劳动参与和非农

劳动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 参与隔代抚养将使农村中老年人的总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

概率分别下降 ２５ ６％和 ２０ ８％ ， 参与隔代抚养会显著减少总劳动时间和农业劳动时间， 但

对非农劳动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异质性分析表明， 隔代抚养行为显著抑制农村女性中老年

人和 ６１ ～ ７０ 岁老年人的劳动供给。 机制检验显示， 社会活动参与、 孩子教育培训支出、 子

女经济支持和食品支出是隔代抚养影响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作用机制。 建议增加社区幼儿

照料资源， 鼓励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并设计有效的政策和项目推进积极老龄化， 从而缓解

老年人隔代抚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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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就业， 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程杰、 朱

钰凤， ２０２１）。 但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存在， 城市没有建立完善的基于基本权利公平

的社会保障制度 （Ｚｈａｎｇ ＆ Ｋａｎｂｕｒ， ２００５），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子女教育也面临诸多困

境 （Ｌ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加上房租等城市生活负担， 农村转移劳动力无法将子女带到城

市共同生活， 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①。 根据民政部摸底排查数据， ２０１８ 年全国农

村留守儿童数量为 ６９７ 万余人， ９６％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照顾②。

同时， 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的背景下， 农村劳动力短缺， 特别是季节性短缺

问题愈加凸显。 学界一致认为中国的 “刘易斯拐点” 早已到来 （Ｃａｉ ＆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８；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由此引发农业劳动投入不足和农业劳动日均工资持续上涨的问题。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 农村户均农业劳动力工时投入快速下降， 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３５００

工时下降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０００ 工时， ２００９ 年农村户均农业劳动力工时投入仅 １４００ 工时

（ｄｅ Ｂｒａｕ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根据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测算， 中国农业劳动力实际日均工资

在 １９８４ － ２００３ 年间从 ０ ２０ 美元上涨到 １ ４８ 美元， 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１３ １１ 美元。 尽管农业

生产机械化的普及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体系的逐步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这

一问题， 但也有学者指出， 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需通过增加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

方式来解决 （牟俊霖、 宋湛， ２０１２）。

当前中国公共幼儿照护资源短缺， 为减轻子女负担， 照料孙辈一直是老年人重要

的家庭职能之一， 隔代抚养现象在国内外都十分普遍。 Ｚａｎｅｌｌａ （２０１７） 研究发现， 美

国５０ ～ ６４ 岁的国民中， １６％的女性和 １０ ８％的男性在儿童照料上付出了时间； 在法国

有 ２２ ８％的祖母为孙子女提供了经常性的照料， 这一数值在德国、 西班牙和意大利分

别为 ２２ １％ 、 ２６ ９％和 ３２ ５％ 。 具体到隔代抚养时间， ５０ ～ ６４ 岁的美国祖母和祖父平

均一年分别付出 ８１６ ５ 小时和 ３４６ ９ 小时用以照料孙子女 （Ｚａｎｅｌｌａ， ２０１７）。 《中国家

庭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发现， 中国孩子日常生活和日常教育主要由祖辈照管的比例分别为

２６ ９％和 ２０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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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民政部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 不满十六周

岁的未成年人。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ｃａ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ｋ ／ ｔｊｔｂ ／ ２０１８０９ ／ ２０１８０９０００１０８８２ ｓｈｔｍｌ。



家庭照料孙辈可能与老年人增加劳动供给产生一定的冲突 （郭凯明等， ２０２１）。 随

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劳动力供给不足 （王丽莉、 乔雪， ２０１８）， 以及生育政策逐

渐放开使得留守儿童问题持续突出，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面临参与劳动与家庭照料的选

择。 因老年贫困、 社会养老保障不足、 劳动能力缺失导致收入有限等原因 （白南生等，

２００７）， 大部分农村老年人需持续参与农业或非农劳动获取收入， 维持生活质量。 同

时， 农村中老年人亦肩负孙辈的日常监护和生活照料责任 （叶敬忠、 王维， ２０１８）。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发现隔代抚养以低龄老年人为主， 年龄集中在 ５０ ～ ７０ 岁的

比例为 ４６ ０％ 。 因此， 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产生何种影响是值得关注

的研究问题。
以隔代抚养为重点关注因素， 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在个体层面， 既有研究

主要关注隔代抚养对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王亚迪， ２０１８； 吴培材，
２０１８）， 以及隔代抚养对老年人自身就业和退休决策的影响 （何圆、 王伊攀， ２０１５； 诸

艳霞、 朱红兵， ２０１８）。 在家庭层面， 研究主要关注隔代抚养对老年人养老支持和赡养

预期、 代际经济支持、 生活支持和情感支持的影响 （陶涛等， ２０１８； 鲍莹莹， ２０１９；

宋璐、 李树茁， ２０１０）， 以及老年人提供家庭照料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 （卢洪友等，
２０１７； Ｐｏｓａｄａｓ ＆ Ｖｉｄａｌ⁃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２０１３）。 目前较少有研究关注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

人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 涉及该问题的研究也没有一致的研究结论。 因此

有必要利用近期的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 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分析。
基于此，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农户微

观调查面板数据， 从广度和深度两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

分别采用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ｘｔｔｏｂｉｔ 模型， 研究隔代抚养参与和隔代抚养时间对农村中老年

人劳动 （总劳动、 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 参与和劳动时间决策的影响； 第二， 在稳健

性检验中将隔代抚养量化为隔代抚养强度虚拟变量， 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第三， 进

一步考虑隔代抚养的内生性问题， 通过工具变量方法， 运用 ｘｔｅ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模

型研究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性别异质性和年

龄异质性分析； 最后， 进一步探究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潜在作用

机制。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 应用新近适宜数据进行经验研究。
现有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多采用 ２０１３ 年 “单独二孩” 政策实

施之前的数据。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面板数据， 涵盖 “全面二孩” 政

策实施前后， 在更新既有研究的同时， 所得结果更能反映当前中国农村中老年人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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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选择。 此外， 面板数据的使用也能改善实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第二， 分析层次清

晰， 研究方法得当。 多数关于隔代抚养的研究存在研究方法和规范性方面的问题。 在

实证分析时， 本文同时考虑隔代抚养和劳动供给的广度和深度。 同时， 考虑到隔代抚

养的内生性问题， 采用 ＥＲＭ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框架下的面板 ｘｔｅ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和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模型， 以与子女的最近居住距离为工具变量， 解决内生性问题。 第三， 本文

尝试从老年人健康生活习惯和家庭收支状况两条路径出发， 分析隔代抚养对劳动供给

的影响机制。 综上， 本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有关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因素

的相关研究， 并为政府科学管理决策提供重要的实证检验依据。

二　 文献综述

（一） 隔代抚养变量的刻画

将隔代抚养作为主要关注变量的研究集中讨论了该因素对老年人退休决策 （诸艳

霞、 朱红兵， ２０１８； 李连友等， ２０２１）、 身体和心理健康程度 （王亚迪， ２０１８； 吴培

材， ２０１８）、 生活满意度 （靳小怡、 刘妍珺， ２０１７）、 养老支持和赡养预期 （宋璐、 李

树茁， ２０１０； 鲍莹莹， ２０１９） 等的影响。 在这些研究中， 隔代抚养被较细致地刻画，
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何圆和王伊攀 （２０１５）、 王亚迪 （２０１８） 设置了 “是否参与隔代抚养 （照料孙子

女）” 的虚拟变量。 鲍莹莹 （２０１９） 在研究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时， 同

时设置了 “隔代照料虚拟变量” 和 “照料时间” 两个变量。 此外， 也有文献根据上一

年老年人照看孙子女的频率或时间， 设置隔代照料强度虚拟变量 （靳小怡、 刘妍珺，
２０１７； 邹红等， ２０１９）。 另外， 诸艳霞和朱红兵 （２０１８） 在利用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研究隔代

抚养对老年人退休决策影响时， 以退休时 “６ 岁以下孙辈数量” 作为解释变量。 本文

结合上述文章对隔代抚养变量的刻画方式， 在基准模型和内生性分析中， 从广度和深

度两个视角出发， 构建 “是否参与隔代抚养” 虚拟变量和 “隔代抚养照料时间” 两个

解释变量， 并在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时， 采用 “隔代抚养强度” 虚拟变量。
（二） 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目前国内关于隔代抚养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研究相对较少， 部分学者聚焦于隔代

抚养对老年人退休决策的影响 （郭凯明等， ２０２１）， 与农村中老年人生活的密切程度不

高。 国外的相关文献中， 研究者主要考察隔代抚养对城市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Ｒｕｐｅｒｔ ＆ Ｚａｎｅｌｌａ， ２０１８）， 以及隔代抚养对子女劳动市场参与及程度的影响 （Ｃａｒｄｉ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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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ｇ， ２００３； Ｐｏｓａｄａｓ ＆ Ｖｉｄａｌ⁃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２０１３）。

国内相关研究中仅有少数几篇文献探讨了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

响， 并未达成一致的研究结论。 相关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 隔代抚养不会挤出老

年人的农业劳动。 白南生等 （２００７） 利用安徽省劳动力输出集中村的调查数据发现，

“是否照料孙辈” 对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参与无显著影响， 表明照料孙辈与农业劳动参

与之间不存在替代效应。 他们认为随着留守儿童的大量出现， 老年人不会专门照料孙

辈， 只会加重总体劳动负担。

第二， 隔代抚养会减少老年人的劳动供给。 周春芳 （２０１２） 以江苏省为例， 引入 “６
岁以下儿童数量” 变量反映隔代抚养， 发现该变量与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呈负相关， 但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她指出， 需要照顾较多孩子的老年人， 农业劳动时间较少， 这是家

务劳动负担和家庭劳动分工共同作用的结果。 李连友等 （２０２１） 从理论角度分析得出隔

代抚养会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意愿产生冲突， 抑制老年人劳动工作等社会参与行为。
第三， 隔代抚养会增加老年人的劳动负担。 李琴和宋月萍 （２００９） 基于中国健康

与营养调查 （ＣＨＮＳ） ２００６ 年的数据， 发现家中 “６ 岁以下小孩数量” 对老年人的农业

参与和供给有正向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抚养压力加剧， 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李
连友等， ２０２１）， 使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村老年人偏向增加农业劳动参与， 以减轻家庭经

济负担并舒缓自身心理压力。 杨志海等 （２０１５） 利用 ２０１１ 年 ＣＨＡＲＬＳ 调查数据发现，
家中 “１５ 岁以下小孩数量” 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参与决策， 表明家

庭抚育的压力越大， 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劳动的可能性越大。

第四， 照料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具有异质性影响。 黄宏伟等

（２０１４） 引入 “学龄前儿童数量” 和 “在校学生数量” 两个变量研究发现， 抚育幼儿

主要挤压农村老年人的本地非农就业时间和外出就业时间， 但对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

不显著； 而在校学生数量越多， 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会显著增加。 前者可能是因为

老年人需要居家抚养幼儿， 显著减少外出劳动时间， 但农业劳动具有季节性和灵活性，
因而对农业劳动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而后者可能的解释是家庭因抚育压力 （教育支出）

增加， 反而会促进老年人提供额外的农业劳动。
（三） 隔代抚养对城镇老年人退休决策及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影响

国内外积累了一些关于隔代抚养对城镇老年人退休决策及劳动力市场供给影响的

文献， 对本文研究亦可提供借鉴。 国内学者方面， 何圆和王伊攀 （２０１５） 在研究隔代

抚养对父母提前退休的影响时， 得出需要照料孙辈是导致城镇老年人提早退出劳动力

市场的重要影响因素。 诸艳霞和朱红兵 （２０１８） 发现退休时 “６ 岁以下孙辈数量”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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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提前退休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但对全样本和男性样本影响不显著， 隔代抚养挤

出的主要是临近退休的女性劳动力。
国外学者较早关注并研究照料孙子女对祖辈劳动供给的影响， 不过， 由于涉及的

国家城市化和市场化程度较高， 这些研究更侧重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 且对老年人劳

动参与和劳动时长的影响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 主要的研究观点可归纳为： 第一， 照

料孙子女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劳动参与， 减少劳动时长 （Ｚａｎｅｌｌａ， ２０１７）， 尤其是老年

女性的劳动供给会受到显著的冲击 （Ｗａｎｇ ＆ Ｍａｒｃｏｔｔｅ， ２００７； Ｒｕｐｅｒｔ ＆ Ｚａｎｅｌｌａ，
２０１８）。 第二， 照料孙子女会促进老年人的劳动参与， 增加劳动时间。 因照料孙辈， 有

配偶的外祖父的劳动参与率会显著增长 （Ｗａｎｇ ＆ Ｍａｒｃｏｔｔｅ， ２００７）。 有配偶的祖父母更

倾向于就业， 祖母与孙辈同住时， 工作的时间更长 （Ｈｏ， ２０１５）。 第三， 成为祖父母所

带来的广延边际效应较更多孙子女诞生所带来的深度边际效应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削

弱效应更为明显 （Ｚａｎｅｌｌａ， ２０１７； Ｒｕｐｅｒｔ ＆ Ｚａｎｅｌｌａ， ２０１８）。 然而， 上述文献没有进一

步探究因年龄差异而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
由于不同的年龄具有不同的偏好和选择约束， 本文在实证研究时将额外考虑隔代

抚养对不同年龄的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此外， 为捕捉不同居住模式对研究结论带

来的影响， 在实证模型中， 本文还引入三种居住模式的虚拟变量， 进行异质性分析。

三　 机理分析

（一） 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效应分析

由文献综述可知， 当前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并无一致的研

究结论。 在理论层面， 给定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和收入预算， 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

年人的劳动供给存在三种不同方向的影响效应。 第一， 时间替代效应。 一天的时间禀

赋固定， 主要配置在闲暇、 家庭照料和有偿劳动上。 在闲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 隔代

抚养将挤出劳动工作时间 （周春芳， ２０１２； Ｒｕｐｅｒｔ ＆ Ｚａｎｅｌｌａ， ２０１８）。 第二， 收入效

应。 老年人在隔代照料孙代时要负担孙代的零食和玩具支出、 生活用品支出、 教育支

出等 （孙鹃娟、 张航空， ２０１３）。 在不考虑代际转移支付的情况下， 因隔代抚养支出增

加， 为保持生活水准， 农村中老年人可能会提供更多劳动以获取额外收入 （李琴、 宋

月萍， ２００９； 杨志海等， ２０１５）。 第三， 缓解效应。 缓解效应本质上也可归为时间替代

效应， 但内在原因有异。 一般认为含饴弄孙能愉悦老年人， 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

平 （王亚迪， ２０１８； 吴培材， ２０１８）。 但也存在过多的隔代抚养对老年人而言是厌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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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 祖辈疲于照料孙辈， 为避免过多参与隔代抚养， 反而选择增加劳动供给， 减

少分配给隔代抚养的时间 （Ｈｏ， ２０１５）。 上述三种效应的存在使得隔代抚养对老年人劳

动供给的影响方向难以判断， 需运用经验事实予以检验。
（二） 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作用机制分析

根据既有文献， 在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 本文拟通过健康生活习惯和家庭收支状

况两条路径阐述隔代抚养影响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决策的作用机制。 因照料孙子女，

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可能发生变化， 如睡眠、 吸烟 （吴培材， ２０１８）、 饮酒、 社交活动

（王亚迪， ２０１８） 等。 家庭层面的社会心理因素 （孤独寂寞、 家庭亲密度小） 会影响老

年人的吸烟饮酒行为 （褚成静等， ２０１０）， 而隔代抚养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王亚迪， ２０１８； 吴培材， ２０１８）。 考虑到照料者需为儿童创造有助于健康成长的生活

环境， 树立健康生活的榜样， 引导儿童养成有利于健康的行为习惯， 照料者可能会改

变生活习惯。 这方面隔代抚养行为的相关研究较少， 已有文献只涉及儿童抚育对父母

健康生活习惯的影响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ｉｐｐｅ ＆ Ｒａｔｔａｙ， ２０１４； Ｙａｍａｍｕｒａ ＆ Ｔｓｕｔｓｕｉ， ２０１９）， 发

现照料儿童会使父母的酒精和烟草消费量下降。 农村中老年人作为隔代抚养的提供者，
与父母可能具有可比性。

农村中老年人因照料孙子女而带来的生活习惯改变可能影响其劳动供给。 周云波

和曹荣荣 （２０１７） 研究发现， 睡眠时间对农村老年人的总劳动时间和农业劳动时间有

显著正向影响。 张欢等 （２０１８） 发现， 以往吸烟对参与农业劳动有显著负向影响， 吸

烟会阻碍城市低龄退休老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但这种影响并不明显； 当前饮酒则对

老年人参与农业劳动和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ａｒｒｉｓ （２０１０） 研究慢性

病对澳大利亚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时发现， 吸烟会通过影响慢性病风险而间接负向影响

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 Ａｒｐｉｎｏ ＆ Ｂｏｒｄｏｎｅ （２０１７） 研究发现， 定期的隔代抚养活动会

负向显著影响祖母参与社交活动的次数。 王亚迪 （２０１８） 和吴培材 （２０１８） 指出， 增加

社交活动参与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 而健康与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显著相关。

因照料孙子女， 老年人的收支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老年人可能从子女处获得代际

经济转移， 作为提供照料的经济补偿 （宋璐、 李树茁， ２０１０； 吴培材， ２０１８）。 因照料孙

子女， 家庭教育培训费用支出可能增加。 根据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在农村地区日

常生活和日常教育主要由祖辈承担的比例为 ２６ ９％和 ２０ ５％。 隔代抚养的对象往往是年

幼孙辈， 多数正值接受教育时期， 客观上伴随教育费用的发生， 提供隔代抚养的祖辈可

能承担了教育方面的部分支出。 王芳和黄莉芳 （２０１９） 发现老少家庭在文化教育上的支

出比例比老年家庭更高， 说明家庭中青少年的存在提高了家庭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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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照料孙子女， 家庭食品支出可能有所增加。 处于成长期的儿童对食品的需求相

对较高， 会增加家庭食物消费。 王聪和杜奕璇 （２０１９） 发现家中少儿人口比上升显著

增加家庭食品支出比重； 郑妍妍等 （２０１３） 发现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对食品支出有显

著正向影响； 王芳和黄莉芳 （２０１９） 指出老少家庭更侧重于食品支出。 此外， 孙鹃娟

和张航空 （２０１３） 也指出， 照顾孙辈增加了老年人的经济支出。

综上， 子女的经济转移有助于缓解祖辈的经济负担， 而照料孙辈可能引起老年人

在家庭教育培训和食品支出的变化， 影响老年人的经济压力并通过收入效应对老年人

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 结合上文的讨论， 隔代抚养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效应和作

用路径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

四　 数据来源、 模型及变量说明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 最新发布的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面板调查数据进行。 ＣＨＡＲＬＳ 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 ４５ 周岁以上中老年家庭和个人的

高质量微观数据， 用以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调查。 该

调查覆盖全国 ２８ 个省的 １５０ 个县级单位， ４５０ 个村级单位， 约 １ 万户家庭中的 １ ７ 万

人， 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 本文选取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库中 “个人基本信息”、 “家庭信

息”、 “健康状况和功能”、 “工作、 退休和养老金”、 “家户收入与支出”、 “工作” 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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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的相关数据。 研究对象为具有农村户籍、 年龄在 ５０ 周岁及以上， 且至少有一个孙

子女的老年人①。 根据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隔代抚养家庭中祖辈以低龄老年人

为主， 年龄集中在 ５０ ～ ７０ 岁。 本文以 ２０１５ 年为基期， 选取年龄在 ５０ 周岁以上农村中

老年人， 并在此基础上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 最终得到每期 １３１１ 个用于分析的两

期面板数据样本。
（二） 计量模型设定

为检验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Ｙｉｔ ＝ γＣａｒｅｉｔ ＋ Ｘ′ｉｔβ ＋ Ｚ′ｉδ ＋ λ ｔ ＋ μｉ ＋ εｉｔ （１）

Ｙｉｔ为被解释变量， 分别表示受访者 ｉ 在 ｔ 年 （ ｔ ＝ ２０１５ 或 ２０１８） 的总劳动、 农业劳

动和非农劳动的参与决策和具体劳动时间。 Ｃａｒｅ 为隔代抚养变量， 表示受访者 ｉ 在 ｔ 年

照看孙子女的情况， 分别表示是否参与隔代抚养、 隔代抚养时间和隔代抚养强度。 Ｘ
和 Ｚ 为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个人特征因素、 家庭特征因素、 社会保障因素等。 λ ｔ、 μｉ、
εｉｔ分别为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和随机误差项。 γ 的显著性水平和回归系数大

小 ／偏效应大小是本文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

本文分别从劳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两个视角出发进行分析， 前者指劳动参与， 后

者指参与劳动后的工作时间。 因此， 因变量将分为两类： 一是农村中老年人是否参与

各类劳动， 为二分类变量， 在基准回归时采用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分析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

的因素； 二是农村中老年人参与各类劳动的时间， 左侧阈值为 ０， 故在基准回归时采用

ｘｔ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三） 变量定义与说明

１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包括农业劳动、 非农业劳动和总劳动的劳动参与和时间②。 首先设置

二元变量衡量农村中老年人是否参与某类劳动 （参与 ＝ １）。 其次， 采用年劳动小时数

衡量各类劳动供给时间。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中将老年人的工作类型分为自家农业生产经营

活动、 受雇、 非农自雇和为家庭经营活动帮工。 参照有关农业劳动和非农就业的相关

文献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将第一类纳为农业劳动， 后三类归为非农劳动。 关于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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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分析时， 也以 ４５ 岁及以上样本数据进行回归， 并不会显著改变研究结论。
本地 （县内） 非农业劳动和外地 （县外） 非农业劳动对劳动者的居住安排要求不同， 而隔

代抚养具有时间灵活性， 对本地非农业劳动和外地非农业劳动的影响可能不同。 但本文在数

据分析时发现， ２０１５ 年将农村中老年人的非农业劳动按照地点进行分类后， 发现从事外地

非农业劳动的老年人样本量仅为 １８ 个， 不能单独进行回归分析， 因而统归于非农业劳动。



劳动时间，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设计了三个层次的问题， 分别调查了受访对象过去一年的工

作月份数、 每周工作天数和每天工作小时数。 基于此， 本文根据 “月份数 × ４ ２８ × 天

数 ×小时数” 计算出农业劳动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 （赵晶晶、 李放， ２０１７）， 并将农业

劳动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加总得到年总劳动时间， 其中 ４ ２８ 为每月平均周数。

２ 隔代抚养变量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中受访者回答的 “过去一年是否花时间照看孙子女”， 设置隔代

抚养虚拟变量。 如果受访者过去一年照看孙子女则赋值为 １， 反之则为 ０。 根据受访者

回答的 “过去一年花几周， 每周花几小时照看这个子女的孩子”， 计算出过去一年老年

人照料孙子女的总小时数①， 为隔代抚养时间。 因隔代抚养时间可能存在测量误差， 以

及隔代抚养时间与劳动力市场产出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吴培材， ２０１８）， 如

果把隔代抚养时间作为连续变量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 隔代抚养及其影响效应的

相关文献中， 隔代抚养强度通常根据上一年老年人照看孙子女的频率或时间进行分级

设置虚拟变量 （吴培材， ２０１８； 邹红等， ２０１９）。 综合国内外文献， 本文将老年人过去

一年照料孙子女的总时长进行分级赋值， 得到隔代抚养强度虚拟变量， 共进行了三种

方案的处理。 具体而言： 第一， 无隔代抚养行为的隔代抚养强度设为 ０； 非 ０ 的隔代抚

养时间按照三等分分位数数值， 由低到高分别记为隔代抚养强度 １、 隔代抚养强度 ２ 和

隔代抚养强度 ３②； 第二， 以参与隔代抚养老年人隔代抚养时间的中位数为门槛③， 设

置隔代抚养强度虚拟变量， 即无隔代抚养行为的隔代抚养强度设为 ０， 隔代抚养时间低

于中位数的设为隔代抚养强度 １， 隔代抚养时间高于中位数的设为隔代抚养强度 ２； 第

三， 参照邹红等 （２０１９）， 设定每周照料孙辈是否超过 １０ 小时、 每周照料孙辈是否超

过 ２０ 小时两个隔代抚养强度虚拟变量。

３ 控制变量

根据文献， 归纳影响劳动供给的因素， 本文在实证分析时纳入的控制变量包括个

体特征、 家庭特征和社会保障特征。 个体特征具体包括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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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照相关文献的处理， 在实证回归时， 隔代抚养时间为 ０ 的样本， 通过加上 １ 后再取对数值

（王建英等， ２０１５）。
三等分的临界值分别为隔代抚养时间 １０９２ 小时和 ３６４０ 小时， 相当于每周隔代抚养时间约为

２１ ００ 小时和 ７０ ００ 小时。 隔代抚养强度 １、 隔代抚养强度 ２ 和隔代抚养强度 ３ 的样本量分别

为 ３５４ 个、 ３７５ 个和 ３５８ 个。
中位数为 ２０１６ 小时， 相当于每周隔代抚养时间约为 ３８ ７７ 小时。 根据中位数对非 ０ 的隔代

抚养时间进行二等分， 隔代抚养强度 １ 和隔代抚养强度 ２ 的样本量分别为 ５５２ 个和 ５３４ 个。



状况和受教育程度。 关于性别， 已有国内研究表明， 性别差异使农村中老年人在劳动

参与概率和劳动供给时间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杨志海等， ２０１５）， 国外学者也关注到孙

子女的诞生， 更明显地影响了祖母的劳动力市场行为变化， 而对祖父的影响微弱

（Ｗａｎｇ ＆ Ｍａｒｃｏｔｔｅ， ２００７； Ｒｕｐｅｒｔ ＆ Ｚａｎｅｌｌａ， ２０１８）。 关于年龄， 一般而言， 体力随年

纪增长而下降， 老年人难以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 关于婚姻状况虚拟变量， 婚姻的存

在使家务劳动、 工作生产等活动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分配。 有配偶的老年人生活有所

依靠， 对未来有较好预期， 且 “养家糊口” 的责任更强烈， 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劳动决

策 （Ｈｏ， ２０１５）。 关于健康状况， 根据受访者回答 “您认为您自己现在的身体健康状

态” 这一问题做出的健康自评结果衡量健康状况， 分为 “好” ＝ １、 “一般” ＝ ２、 “不

好” ＝ ３ 三级。 关于受教育程度，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中受教育程度从 “未受过正规教育” 划

分至 “博士”， 共 １１ 级。 本文设置四个独立的虚拟变量表示个体的受教育程度， 分别

是文盲、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①。 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 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也越多， 参与非农劳动的可能性越大 （赵晶晶、 李放， ２０１７）。

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年总收入、 家庭规模、 实际耕地面积、 居住安排和十六岁以下

孙子女数量。 关于家庭年总收入， 由于各类收入存在较多缺失值， 恐有较大测量误差，

采用受访者的货币资产 （家里的现金加上银行存款数额） 作为收入的替代变量， 这一

变量可反映家庭的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 （谭银清、 陈益芳， ２０１６）。 家庭规模的单位为

人。 关于实际耕地面积， 农户实际耕种的面积包括从集体分配的以及从别处 （包括集

体） 租用的耕地， 再扣除出租给别人的耕地面积 （王建英等， ２０１５）。 关于居住安排，

有学者关注到三代家庭和隔代家庭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不同 （Ｗａｎｇ ＆

Ｍａｒｃｏｔｔｅ， ２００７）。 参照肖海翔和李盼盼 （２０１９）， 将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分为不与子女或孙

子女同住、 隔代家庭 （与孙子女同住）、 三代同住三类， 分别设置独立的虚拟变量。 关于

十六岁以下孙子女数量， 年龄较小的孙子女数量多， 老年人可能更需要提供隔代抚养。

关于社会保障特征， 本文设置是否参加养老保险虚拟变量， “是” 则取值为 １， 反

之则为 ０。 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不仅为保障当前生活， 也是在为养老做准备。 对于参加

了养老保险的老年人而言， 预期会得到养老保险金， 这可能使他们减少当前的劳动供

给。 此外， 关于地区特征， 本文分别设置西部、 中部、 东部、 东北地区四个地区虚拟

变量， 并以中部地区作为基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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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数据处理时发现， 符合本文分析的农村中老年人样本面板数据中， 学历在大学及以上的样

本非常少 （仅为 ３ 个）， 故归类于高中部分， 设置为高中及以上虚拟变量。



（四）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１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首先， 在全样本中， 有 ４４ １％ 的农村中老年人参

与了隔代抚养， 平均年隔代抚养时间超过 １２００ 小时。 其次， 过去一年参与劳动的农村

中老年人占 ６３ ０％ ， 总体劳动参与程度较高。 具体而言， 参与农业劳动的老年人占

５５ ２％ ， 参与非农劳动的老年人占 １８ ８％ ， 说明农村中老年人更多参与农业劳动。 分

组比较可知， 隔代抚养组老年人的农业劳动参与率和非农业劳动参与率都较非隔代抚

养组要高， 且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 劳动时间的统计结果显示， 隔代抚养组的各类劳动

时间都较非隔代抚养组要高， 且也都在 ５％水平上显著。 因而， 单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

看， 隔代抚养似乎促进了农村中老年人的各类劳动参与和劳动供给时间， 收入效应可

能大于时间替代效应和缓解效应。

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 个体特征因素中， 隔代抚养组相对更年轻 （小

６ ２ 岁）， 受教育水平也略高， 已婚比例较高。 老年人的平均年龄为 ６６ ３ 周岁， 隔代抚

养组的平均年龄为 ６２ ８ 岁， 后者与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汇报的农村地区隔代抚

养家庭祖辈平均年龄 （６１ ９ 岁） 非常接近， 表明我们的样本具有代表性。 家庭特征因

素中， 隔代抚养组老年人家庭人口规模相对更大， １６ 岁以下孙辈数量更多， 实际耕地

面积更大， 家庭总收入更高， 隔代居住或三代同住的比例更高。 隔代抚养组的实际耕

地面积较非隔代抚养组平均要高 １ 亩。 结合隔代抚养组参与各类劳动的比率和时间都

较高的现状， 体现出帮助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面临家庭照料和生产劳动的明显冲突。

社会保障特征因素不存在显著组间差异， 全样本中 ７９ ３％的老年人参加养老保险， 表

明多数老年人的养老有一定保障。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全样本 非隔代抚养组 隔代抚养组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１）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２）
标准差

（１）与（２）
差值及 ｔ
检验

自变量

隔代抚养参与 ２６２２ ０ ４４１ ０ ４９７ １４６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１５５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隔代抚养时间 ２６２２ １２９２ １９６ ２６１３ ６６６ １４６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１５５ ２９３３ ４５３ ３２７０ ５７０ —

隔代抚养强度０ ２６２２ ０ ５８６ ０ ４９３ １４６７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１５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隔代抚养强度１ ２６２２ ０ １３５ ０ ３４２ １４６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１５５ ０ ３０６ ０ ４６１ —

隔代抚养强度２ ２６２２ ０ １４３ ０ ３５０ １４６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１５５ ０ ３２４ ０ ４６８ —

隔代抚养强度３ ２６２２ ０ １３７ ０ ３４３ １４６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１５５ ０ ３１０ ０ ４６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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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全样本 非隔代抚养组 隔代抚养组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１）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２）
标准差

（１）与（２）
差值及 ｔ
检验

因变量

总劳动参与 ２６１６ ０ ６３０ ０ ４８３ １４６４ ０ ５７４ ０ ４９５ １１５２ ０ ７０２ ０ ４５７ － ０ １２８∗∗∗

农业劳动参与 ２６１６ ０ ５５２ ０ ４９７ １４６４ ０ ５０７ ０ ５００ １１５２ ０ ６１０ ０ ４８８ － ０ １０３∗∗∗

非农劳动参与 ２６１６ ０ １８８ ０ ３９１ １４６４ ０ １６５ ０ ３７２ １１５２ ０ ２１７ ０ ４１２ － ０ ０５２∗∗∗

总劳动时间 ２４９９ ８０４ ８５８ １１５８ ６１６ １４０５ ７３３ ８９３ １１２５ ７６４ １０９４ ８９５ ９９７ １１９３ ８３０ －１６２ １０４∗∗∗

农业劳动时间 ２４７８ ５１８ ３４４ ８５５ ７４０ １３９１ ４８１ ８８６ ８３０ ６５６ １０８７ ５６４ ９９９ ８８５ ００１ － ８３ １１４∗∗

非农劳动时间 ２５５７ ２７４ ８４６ ８２３ ７９０ １４３５ ２４１ ８１９ ７７７ ９３８ １１２２ ３１７ ０８８ ８７７ ４９８ － ７５ ２７０∗∗

控制变量

性别 ２６２２ ０ ４７４ ０ ４９９ １４６７ ０ ４７０ ０ ４９９ １１５５ ０ ４７９ ０ ５００ － ０ ００９

年龄 ２６０２ ６６ ３１８ ９ ３７３ １４５６ ６９ ０５８ ９ ８２７ １１４６ ６２ ８３７ ７ ４２９ ６ ２２１∗∗∗

文盲（基准组） ２６２２ ０ ３２３ ０ ４６８ １４６７ ０ ３５８ ０ ４８０ １１５５ ０ ２８０ ０ ４４９ ０ ０７８∗∗∗

小学及以下 ２６２２ ０ ４６４ ０ ４９９ １４６７ ０ ４７１ ０ ４９９ １１５５ ０ ４５５ ０ ４９８ ０ ０１６

初中 ２６２２ ０ １５９ ０ ３６５ １４６７ ０ １２９ ０ ３３５ １１５５ ０ １９７ ０ ３９８ － ０ ０６８∗∗∗

高中及以上 ２６２２ ０ ０５４ ０ ２２６ １４６７ ０ ０４２ ０ ２０１ １１５５ ０ ０６９ ０ ２５４ － ０ ０２７∗∗∗

婚姻状况 ２６２２ ０ ６４６ ０ ４７８ １４６７ ０ ５６８ ０ ４９６ １１５５ ０ ７４５ ０ ４３６ － ０ １７８∗∗∗

健康自评 ２５１４ ２ １４２ ０ ７１２ １３７４ ２ １５９ ０ ７１３ １１４０ ２ １２０ ０ ７１０ ０ ０３９

家庭人口规模 ２６２２ ２ ５６５ １ ３８８ １４６７ ２ ２０８ １ １７２ １１５５ ３ ０１９ １ ５０５ － ０ ８１１∗∗∗

１６ 岁以下孙辈 ２５８０ ２ ６８８ ２ ０６７ １４２５ ２ ２７９ ２ ０２６ １１５５ ３ １９１ ２ ００５ － ０ ９１２∗∗∗

实际耕地面积 ２５６３ ４ ６４６ １２ ７２４ １４２４ ４ １５８ １１ ３２６ １１３９ ５ ２５７ １４ ２６３ － １ ０９９∗∗

家庭总收入

（对数）
２５７６ ８ １２３ ３ ０５６ １４３２ ７ ９１１ ２ ９７４ １１４４ ８ ３８８ ３ １３５ － ０ ４７８∗∗∗

不与子女或

孙子女同住

（基准组）
２６２２ ０ ８１８ ０ ３８６ １４６７ ０ ９２３ ０ ２６７ １１５５ ０ ６８４ ０ ４６５ ０ ２３９∗∗∗

隔代居住 ２６２２ ０ ０７８ ０ ２６８ １４６７ ０ ０１８ ０ １３２ １１５５ ０ １５４ ０ ３６１ － ０ １３６∗∗∗

三代同住 ２６２２ ０ １０５ ０ ３０６ １４６７ ０ ０５９ ０ ２３６ １１５５ ０ １６２ ０ ３６９ － ０ １０３∗∗∗

参加养老保险 ２５９０ ０ ７９３ ０ ４０５ １４４９ ０ ７９０ ０ ４０７ １１４１ ０ ７９６ ０ ４０３ － ０ ００６

中部（基准组） ２６２２ ０ ２７６ ０ ４４７ １４６７ ０ ２７２ ０ ４４５ １１５５ ０ ２８１ ０ ４５０ － ０ ００９

西部 ２６２２ ０ ３３８ ０ ４７３ １４６７ ０ ３２１ ０ ４６７ １１５５ ０ ３５９ ０ ４８０ － ０ ０３８∗∗

东部 ２６２２ ０ ３２４ ０ ４６８ １４６７ ０ ３３１ ０ ４７１ １１５５ ０ ３１５ ０ ４６５ ０ ０１６

东北部 ２６２２ ０ ０６２ ０ ２４１ １４６７ ０ ０７６ ０ ２６５ １１５５ ０ ０４４ ０ ２０６ ０ ０３２∗∗∗

　 　 注： ∗∗∗、∗∗、∗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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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①

在实证分析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时， 本文按总劳动、 农业劳

动、 非农劳动分成三组， 分别估计隔代抚养参与、 隔代抚养时间对上述三类劳动参与

和劳动时间的影响。 隔代抚养参与对中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条件边际效应回归结果

如表 ２ 所示。 与描述性分析结果相反， 基准回归表明隔代抚养参与对劳动参与和劳动

时间的影响为负， 即时间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和缓解效应的综合作用结果为负。 从统

计显著性来看， 隔代抚养参与在 ５％显著性水平上减少老年人约 ６６ ９６ 小时的总劳动时

间， 占当前全样本老年人总劳动时间的 ８ ３２％ ， 但对其余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表 ２　 隔代抚养参与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变量 总劳动参与 农业劳动参与 非农劳动参与 总劳动时间 农业劳动时间 非农劳动时间

隔代抚养参与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 ６６ ９６４∗∗

（３２ ５８２）
－ ２７ ２７７
（２４ ３１１）

－ ４９ ４２１
（３６ ０１６）

性别
０ １５６∗∗∗

（０ ０２３）
０ １１０∗∗∗

（０ ０２６）
０ １１２∗∗∗

（０ ０１９）
２６１ ６２２∗∗∗

（３９ ００５）
１４３ ５６４∗∗∗

（３０ ２１９）
２１４ １５９∗∗∗

（４３ ９３２）

小学及以下学历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１）

２４ ２１１
（３８ ９８３）

－ １２ ２１８
（２９ ３１６）

９０ ７９３∗

（４７ ７３０）

初中学历
－ ０ ０５５∗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７）
－ ６９ ４５０
（５３ ６４７）

－ １３９ ０３３∗∗∗

（４１ ３９４）
１１３ ０４３∗

（５９ ８４８）

高中及以上学历
－ ０ １３６∗∗∗

（０ ０４８）
－ ０ １１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７）
－ １４０ ４２５∗

（７８ １９２）
－ １７７ ５９４∗∗∗

（６１ ０３２）
１２１ ０５７
（７９ ９８７）

年龄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 ２６ ９６７∗∗∗

（２ ４２４）
－ １３ ２７８∗∗∗

（１ ８５５）
－ ２３ ４７１∗∗∗

（２ ８６２）

婚姻状况
０ ０７７∗∗∗

（０ ０２５）
０ １１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２）
１３３ ５８８∗∗∗

（４３ ４０６）
１０６ ６３６∗∗∗

（３３ ５０７）
５３ ０１７

（５０ ００４）

健康自评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１）
－ ８９ ４６０∗∗∗

（２１ ４３９）
－ ３３ ２７２∗∗

（１６ ００２）
－ ９３ ９８８∗∗∗

（２４ 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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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变量 总劳动参与 农业劳动参与 非农劳动参与 总劳动时间 农业劳动时间 非农劳动时间

家庭总收入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３）
２１ ８１１∗∗∗

（５ ６７８）
４ ８８０

（４ １３３）
３３ ７７４∗∗∗

（７ １２８）

隔代家庭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７）
０ １２６∗∗∗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１）
９２ ９８４

（５７ ７５９）
６８ ５６５

（４２ ６６８）
２８ ７６１

（６５ ９９１）

三代同居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５）
７ ９５７

（６７ ０５６）
２９ ６２５

（４９ ５１３）
－ １６ ８８７
（７４ ３８５）

家庭规模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 ２９ ７５４∗

（１６ ４９０）
－ ３５ １２３∗∗∗

（１２ ３１２）
－ ６ ７６３

（１８ ２４４）

实际耕地面积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２ ４２１∗∗

（１ １６３）
３ ６４６∗∗∗

（０ ８５３）
－ ２ ８７３∗∗

（１ ４３３）

养老保险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８）

１５ ４１３
（３５ ７８７）

１ ３６１
（２６ ７０６）

－ ４ ０９４
（３９ ４０４）

１６ 岁以下孙子女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１６ ０１０∗∗

（７ ９３０）
２０ ５３７∗∗∗

（５ ９８５）
－ ７ ８９９
（９ １２１）

西部地区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３）
－ ２１ ８１３
（４３ ７４８）

３１ ２０１
（３３ ８９１）

－ ８２ ８２１∗

（５０ ２５９）

东部地区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６１∗∗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２）
－ ６３ １３３
（４４ ６８２）

－ ９４ ６５３∗∗∗

（３５ ０６８）
６３ ８４７

（４８ ７２３）

东北地区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２）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９）

－ １２８ ４６５∗

（７７ ８０８）
－ １９ ７７０
（６０ ２８９）

－ １４２ ３３５
（８８ ７２４）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４１０ ２４１０ ２４１０ ２３０３ ２２８２ ２３５５

　 　 注：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１） ～ （３） 列和 （４） ～ （６）
列分别进行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ｘｔ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控制变量中， 与已有劳动力供给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 性别在 １％的显著

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 表明男性老年人更可能参与劳动， 劳动

时间也更长。 学历越高， 农业劳动参与和农业劳动时间越少。 年龄同样负向影响农村

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 并在 １％水平上显著， 说明老年人年龄越大， 劳动参

与倾向越低， 劳动参与时间越少。 健康状况也在 １％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村中老年人

的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 此外， 家庭收入越高， 老年人越倾向参与非农劳动， 提高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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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劳动时间； 与不和子女或孙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相比， 隔代居住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增

加农业劳动供给； 家庭规模则显著减少农业劳动参与和农业劳动时间， 但对非农劳动

供给没有显著的影响； 实际耕地面积对农村中老年人的非农劳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农业劳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与预期一致。

利用时间衡量隔代抚养的程度可以发现 （表 ３）， 隔代抚养时间对农村中老年人的

总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 隔代抚养时间增加 １００％ ， 老年人总劳动

参与的概率将减少 ０ ５％ ， 非农劳动参与的概率将减少 ０ ６％ 。 隔代抚养时间对总劳动

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有负向影响， 隔代抚养时间增加 １％ ， 总劳动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

都将减少约 ０ １４ 小时。

表 ３　 隔代抚养时间对农村中老年人各类劳动供给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变量
总劳动

参与

农业劳动

参与

非农劳动

参与

总劳动

时间

农业劳动

时间

非农劳动

时间

隔代抚养时间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 １４ １３４∗∗∗

（４ ３６５）
－ ３ ４２５
（３ ２６４）

－ １４ ２３６∗∗∗

（４ ８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４１０ ２４１０ ２４１０ ２３０３ ２２８２ ２３５５

　 　 注：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控制变量同表 ２， 不再汇报和赘述；∗∗∗、∗∗、∗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

上显著； （１） ～ （３） 列和 （４） ～ （６） 列分别进行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ｘｔ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参照已有文献 （吴培材， ２０１８； 邹红等， ２０１９），

对隔代抚养强度进行了三种方案的处理。 无隔代抚养行为的隔代抚养强度设为 ０； 非 ０

的隔代抚养时间按照三等分分位数数值， 由低到高分别记为隔代抚养强度 １、 隔代抚养

强度 ２ 和隔代抚养强度 ３， 分别设定虚拟变量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４Ａ 部分所示。

总体而言， 与未参与隔代抚养的农村中老年人相比， 隔代抚养强度对农村中老年人劳

动供给的影响基本为负， 与基准回归表 ２ 和表 ３ 的结果相一致， 表明隔代抚养具有减

少农村中老年人劳动参与的作用。 具体而言， 与未参与隔代抚养的农村中老年人相比，

隔代抚养强度 ３ 的中老年人的总劳动参与和农业劳动参与的概率将分别减少 ６ ６％ 和

６ ９％ ， 均在 ５％水平上显著， 但对非农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不显著。 在总劳动时间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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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程中， 隔代抚养强度 ３ 的边际效应绝对值大于隔代抚养强度 ２ 的边际效应绝对值，

说明隔代抚养强度越高 （隔代抚养时间越长）， 对农村中老年人总劳动时间的缩减作用

越强。 与未参与隔代抚养的农村中老年人相比， 隔代抚养强度 ３ 的老年人的总劳动时

间和非农劳动时间分别减少 １４３ ２４ 小时和 ９７ ９８ 小时， 分别在 １％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与基准回归表 ２ 和表 ３ 不同的是， 隔代抚养强度 ３ 对农业劳动时间的挤出也在 ５％水平

上显著， 隔代抚养强度 ３ 的农村中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较其他老年人平均减少 ７１ ８３

小时。

此外， 根据隔代抚养时间的中位数设置门槛， 结合无隔代抚养行为老年人组， 分

别设置隔代抚养强度 ０、 隔代抚养强度 １ 和隔代抚养强度 ２ 虚拟变量进行回归， 回归结

果如表 ４Ｂ 部分所示。 最后， 参照邹红等 （２０１９）， 设定每周照料孙辈是否超过 １０ 小

时、 每周照料孙辈是否超过 ２０ 小时两个隔代抚养强度虚拟变量进行模型回归， 回归结

果如表 ４Ｃ 部分和表 ４Ｄ 部分所示。 比较三种方案下的模型回归结果， 可知当改变隔代

抚养强度的定义方式时， 隔代抚养强度对各类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影响的大小和显著

性程度都较稳健。

表 ４　 隔代抚养强度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变量
总劳动

参与

农业劳动

参与

非农劳动

参与

总劳动

时间

农业劳动

时间

非农劳动

时间

Ａ： 未参与隔代抚养为基准组（三等分法）

隔代抚养强度 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２）

－ ３９ ６６４
（４２ １８６）

－ １７ ２９５
（３１ ７３８）

－ １２ １４５
（４６ ０６８）

隔代抚养强度 ２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３）

－ ６８ １８０
（４４ ０８５）

－ ２ １３２
（３２ ９７０）

－ ８４ ８０６∗

（４９ ７９９）

隔代抚养强度 ３
－ ０ ０６６∗∗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６９∗∗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４）

－ １４３ ２４２∗∗∗

（４６ ３２３）
－ ７１ ８３０∗∗

（３４ ９７５）
－ ９７ ９８４∗

（５１ ５２２）

Ｂ： 未参与隔代抚养为基准组（二等分法）

隔代抚养强度 １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０）

－ ６４ ２６８∗

（３７ ６８９）
－ ２２ ４５３
（２８ ３３５）

－ ４１ ３４４
（４２ １９９）

隔代抚养强度 ２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１）

－ ９４ ０２９∗∗

（４０ ５９２）
－ ３２ ８２８
（３０ ６３３）

－ ８０ ３９２∗

（４４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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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变量
总劳动

参与

农业劳动

参与

非农劳动

参与

总劳动

时间

农业劳动

时间

非农劳动

时间

时长虚拟变量法

Ｃ： 每周照料时长超 １０
小时（ ＝ １）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７）
－ ８６ ５９２∗∗∗

（３３ ３６６）
－ １５ ８６９
（２４ ８５８）

－ １０４ ７８９∗∗∗

（３６ ９１１）

Ｄ： 每周照料时长超过

２０ 小时（ ＝ １）
－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８）
－ １０３ ８２６∗∗∗

（３４ ２８４）
－ ２４ １２５
（２５ ５４２）

－ １０６ ４９２∗∗∗

（３７ ５５０）

　 　 注：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Ａ、 Ｂ、 Ｃ、 Ｄ 的回归模型中控制变量同表 ２， 不再汇报和赘述；∗∗∗、∗∗、∗分别表

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Ａ、 Ｂ、 Ｃ、 Ｄ 的回归模型中 （１） ～ （３） 列和 （４） ～ （６） 列分别进行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ｘｔ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内生性分析和分组回归

１ 内生性分析

综述已有文献可以发现， 第一， 隔代抚养有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其一， 祖辈

是否提供隔代抚养与祖辈劳动供给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例如， 封进和韩旭

（２０１７） 使用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发现， 被城镇养老体系覆盖的中老年人退休后会显著增加

提供隔代照料的概率。 其二， 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 祖辈是否提供隔代抚养

还受个人家庭观念、 工作偏好、 社会经济状况等一些无法观测特征的影响。 已有关

于隔代抚养对老年人劳动决策影响的文献中， 考虑潜在内生性问题的文献较少

（Ａｒｐｉｎｏ ＆ Ｂｏｒｄｏｎｅ， ２０１７）。 经验研究中关于隔代抚养是否存在内生性的结论也不一

致。 Ｗａｎｇ ＆ Ｍａｒｃｏｔｔｅ （２００７） 在研究隔代抚养对美国祖父母劳动市场参与的影响时

发现， 隔代抚养变量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Ｒｕｐｅｒｔ ＆ Ｚａｎｅｌｌａ （２０１８） 则在研究成为外

祖父母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时考虑了内生性问题。 第二， 即便有部分文献考虑

了隔代抚养的内生性问题， 克服内生性的估计方法也并不完全合适。 例如， 邹红等

（２０１８） 在分析照料孙辈 （虚拟变量） 对中老年人提前退休决策的影响时， 采用

２ＳＬＳ 方法处理内生性， 但这一方法并不适用于二元内生变量。 鲍莹莹 （２０１９） 在分

析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时， 通过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 但这

一模型也要求内生变量为连续变量。

考虑到隔代抚养的潜在内生性问题， 参照已有文献， 本文亦采用工具变量法进

行分析。 Ａｒｐｉｎｏ ＆ Ｂｏｒｄｏｎｅ （２０１７） 以老年人与子女的居住距离为工具变量， 考察照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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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孙子女对其劳动供给的影响。 与子女的居住距离远近决定了老年人提供隔代抚养

的可能性， 与子女住得越近越有可能为子女照看孩子， 满足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

相关性假定。 而与子女的居住距离并不会直接地影响老年人的劳动供给， 满足工具

变量的外生性假定。 这一点也可由表 ２ 得到论证， 和不与子女或孙子女同住的老年

人相比， 三代同居的老年人并不会显著改变其劳动供给。 沿用这一想法， 并参考林

莞娟等 （２０１４） 对与子女最近居住距离工具变量的处理， 本文将其设置为分类变量，

即与子女同住为 １， 与子女同住在一个院子 （公寓） 或相邻院子 （公寓） 为 ２， 子女

住在父母所在村庄或社区的其他房子里为 ３， 子女住在其他村庄或社区为 ４， 子女住

在其他省市为 ５。

通常对含有内生变量的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ｘｔ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的解决思路是寻找合适的工具变

量， 分别进行 ｉｖ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ｉｖｘｔｔｏｂｉｔ 模型回归， 但前提是内生变量须为连续变量， 而本文

潜在的内生变量隔代抚养参与和隔代抚养强度是二元虚拟变量。 Ｓｔａｔａ１６ 提供了拓展回

归模型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框架， 其中包括 ｘｔｅ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模型， 分别对

应因变量是二值变量和区间变量的情形， 可以同时处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 处理效应

中政策变量的非随机分配和样本选择问题。 其中 ｘｔｅ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可以取代 ｉｖ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并且适用内生变量是连续变量、 二值变量和有序变量的情形；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模型可以取代

ｉｖｘｔｔｏｂｉｔ 模型， 并可用于面板数据， 亦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内生变量。 因此， 本文采用

ｘｔｅ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处理隔代抚养参与、 强度和时间对农村中老年人各类劳动参与的影响的估

计， 采用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模型处理隔代抚养参与、 强度和时间对农村中老年人各类劳动时间的

影响的估计。
参照陈璐等 （２０１６） 的分析思路， 本研究先汇总隔代抚养参与和隔代抚养时间

对劳动供给影响分析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存在性和工具变量有效性 （详见表 ５）。 基于

ｘｔｅ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命令汇报的 ｃｏｒｒ （ ｅ ｘ１， ｅ ｙ） 表示内生变量回归方程和主回归方

程的误差项相关性， 如果显著相关， 则说明原方程存在内生性问题， 反之则不存在

内生性问题。 根据回归结果， 与子女的最近居住距离这一工具变量对隔代抚养参与

和隔代抚养时间内生变量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此外， 由表 ５ 可知， 隔代抚养参与

变量与农村中老年人的总劳动参与、 非农劳动参与和农业劳动时间之间存在内生性

问题； 而隔代抚养时间则与非农劳动时间存在内生性问题。 因此， 为缓解隔代抚养

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导致的估计偏误， 此处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处理， 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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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模型内生性问题存在性与工具变量有效性分析

核心解释

变量

总劳动

参与

ＩＶ
ｃｏｒｒ

（ｅ ｘ１，ｅ ｙ）

农业劳动

参与

ＩＶ
ｃｏｒｒ

（ｅ ｘ１，ｅ ｙ）

非农劳动

参与

ＩＶ
ｃｏｒｒ

（ｅ ｘ１，ｅ ｙ）

总劳动

时间

ＩＶ
ｃｏｒｒ

（ｅ ｘ１，ｅ ｙ）

农业劳动

时间

ＩＶ
ｃｏｒｒ

（ｅ ｘ１，ｅ ｙ）

非农劳动

时间

ＩＶ
ｃｏｒｒ

（ｅ ｘ１，ｅ ｙ）

隔代抚养参与 √ √ √ × √ √ √ × √ √ √ ×

隔代抚养时间 √ × √ × √ × √ × √ × √ √

　 　 注： ＩＶ 代表本文所采用的工具变量 （与子女的最近居住距离） 同内生变量 （隔代抚养参与和隔代抚养时间）
的相关性， “√” 表示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显著相关； ｃｏｒｒ （ｅ ｘ１， ｅ ｙ） 表示内生变量方程和主回归方程残差的相

关性， “√” 表示残差相关性显著， 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 “ × ” 表示残差相关性不显著， 模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６　 考虑内生性的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总劳动参与

（ｘｔｅｐｒｏｂｉｔ）
非农劳动参与

（ｘｔｅｐｒｏｂｉｔ）
农业劳动时间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非农劳动时间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隔代抚养参与
－ ０ ２５６∗∗

（０ １０２）
－ ０ ２０８∗

（０ １１７）
－ ６７３ １２２∗∗

（ ３００ ６８６）

隔代抚养时间
３６３ ８４０

（３７３ １５８）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与子女的最近居住距离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８０∗∗∗

（０ ０２８）
－ ０ １７１∗∗∗

（０ ５００）

误差相关性
０ ６６２∗∗

（０ ３１５）
０ ６７５∗

（０ ３６５）
０ ３５０∗∗

（０ １８０）
－ ０ ５６９∗∗∗

（０ ３２６）

样本量 ２３９４ ２３９４ ２２６６ ２３３９

　 　 注： 表格中汇报的是回归系数，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控制变量同表 ２， 不再汇报和赘述；∗∗∗、∗∗、∗分别表

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由表 ６ 误差相关性结果可知， 隔代抚养内生变量回归方程和主回归方程的误差项

相关性显著为正。 因此， 基准回归低估了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负面影

响。 考虑隔代抚养参与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 隔代抚养参与对农村中老年人总劳动参

与、 非农劳动参与和农业劳动时间的负向影响分别在 ５％ 、 １０％ 和 ５％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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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 ２ 和表 ３ 的结果可以发现， 隔代抚养参与对农村中老年人的总劳动和非农劳动

供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相较于不参与隔代抚养的农村中老年人， 参与隔代抚养的农

村中老年人的总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的概率分别下降 ２５ ６％和 ２０ ８％ ， 农业劳动

时间将下降 ６７３ １２ 个小时。 但考虑隔代抚养时间的内生性问题后， 隔代抚养时间对非

农劳动时间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２ 隔代抚养强度稳健性回归

参照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中隔代抚养强度的三种定义方式， 结合工具变量适用的条

件， 现对每周照料孙辈是否超过 １０ 小时、 每周照料孙辈是否超过 ２０ 小时两个虚拟变

量， 分别进行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参考陈璐等 （２０１６） 的做法， 如果

模型中存在内生性问题， 则展示 ｘｔｅｐｒｏｂｉｔ 或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回归的结果， 如果不存在内生性问

题， 则展示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或 ｘｔｔｏｂｉｔ 回归的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考虑隔代抚养强度的

内生性问题后， 不同定义下的隔代抚养强度均显著减少农村中老年人的总劳动和非农

劳动供给， 但对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不显著。 结合前文回归结果， 表明隔代抚养主要

减少非农劳动供给， 进而削弱总劳动供给行为。

表 ７　 考虑内生性的隔代抚养强度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总劳动参与 农业劳动参与 非农劳动参与 总劳动时间 农业劳动时间 非农劳动时间

Ａ： 每周隔代抚养时

间超过 １０ 小时（ ＝ １）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７）
－ ８４７ ６３４∗∗∗

（３４５ ７６３）
－ ６２９ ４８２∗∗

（２８９ ６２４）
－ １０４ ７８９∗∗∗

（３６ ９１１）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４１０ ２４１０ ２４１０ ２２８７ ２２６６ ２３５５

Ｂ： 每周隔代抚养时

间超过 ２０ 小时（ ＝ １）
－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８）
－ ７２１ ２０７∗∗

（３３５ ６５７）
－ ５１８ ２８２
（３２６ ３６１）

－ １０６ ４９２∗∗∗

（３７ ５５０）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４１０ ２４１０ ２４１０ ２２８７ ２２６６ ２３５５

　 　 注： 表格中汇报的是回归系数，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控制变量同表 ２， 不再汇报和赘述；∗∗∗、∗∗、∗分别表

示在 １％ 、 ５％ 、 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 Ａ 和 Ｂ 下， 模型 （１） 至模型 （６） 都分别进行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和 ｘｔｔｏｂｉｔ 回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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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异质性分析： 分性别回归

考虑到社会工作存在性别偏好， 为进一步考察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

影响的异质性， 我们根据性别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回归①。 由表 ８ 可知， 除农业劳动参

与外， 隔代抚养参与对农村女性老年人的各类劳动供给变量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但是， 隔代抚养参与对农村男性老年人的各类劳动供给变量均无显著影响。 由表 ９ 可

知， 隔代抚养时间显著减少女性老年人总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 对于男性组， 隔

代抚养时间对他们的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 但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减少非农劳动时间

和总劳动时间。 综上， 隔代抚养更加明显地挤压农村女性老年人的劳动供给， 而对农

村男性老年人的影响较小， 且主要集中在非农劳动时间上。

表 ８　 性别异质性： 隔代抚养参与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总劳动参与 农业劳动参与 非农劳动参与 总劳动时间 农业劳动时间 非农劳动时间

Ａ： 女性组

隔代抚养参与
－ ０ ２９０∗∗∗

（０ ０８９）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０）

－ ０ １８４∗

（０ １２２）
－ １１８４ ５３７∗∗∗

（ ４５５ ８１０）
－ １０７３ ７７４∗∗∗

（３６５ １９０）
－ ２８３３ ２７３∗∗

（ １２０６ ５７９）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２３５ １２３５ １２３５ １１７８ １２１１ １２１１

Ｂ： 男性组

隔代抚养参与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７）

－ ５４ ０８７
（５０ ４７８）

－ ２３ １３９
（３６ ７３９）

－ ２２ ８９４
（５０ ７４６）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１５９ １１５９ １１５９ １１０９ １０９３ １１２８

　 　 注： 表格中汇报的是回归系数，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控制变量同表 ２， 不再汇报和赘述；∗∗∗、∗∗、∗分别表

示在 １％ 、 ５％ 、 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 女性组模型 （ １ ） 至模型 （ ６ ） 分别进行 ｘｔｅ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ｅ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和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回归； 男性组模型 （１） 至模型 （６） 分别进行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ｔｏｂｉｔ、
ｘｔｔｏｂｉｔ 和 ｘｔｔｏｂｉｔ 回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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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 原模型中内生性是否存在的检验结果及工具变量相关性结果不予汇报。 参考陈璐

等 （２０１６） 的做法， 如果模型中存在内生性问题， 则展示 ｘｔｅｐｒｏｂｉｔ 或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回归的结果，
如果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则展示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或 ｘｔｔｏｂｉｔ 回归的结果。



表 ９　 性别异质性： 隔代抚养时间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总劳动参与 农业劳动参与 非农劳动参与 总劳动时间 农业劳动时间 非农劳动时间

Ａ： 女性组

隔代抚养时间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 １１ ３９９∗∗

（５ ５２７）
－ ４ ５４４
（４ ２６５）

－ １６ ０８１∗∗

（７ １３３）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２３５ １２３５ １２３５ １１７８ １２１１ １２１１
Ｂ： 男性组

隔代抚养时间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 １７ ３５６∗∗

（ ６ ９３８）
－ ３ ０１５
（５ ０７３）

－ １３ ３８９∗∗

（ ６ ８０１）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１５９ １１５９ １１５９ １１０９ １０９３ １１２８

　 　 注： 表格中汇报的是回归系数，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控制变量同表 ２， 不再汇报和赘述；∗∗∗、∗∗、∗分别表示

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女性组模型 （１） 至模型 （６） 分别进行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ｔｏｂｉｔ、 ｘｔｔｏｂｉｔ
和 ｘｔｔｏｂｉｔ 回归； 男性组模型 （１） 至模型 （６） 分别进行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ｔｏｂｉｔ、 ｘｔｔｏｂｉｔ 和 ｘｔｔｏｂｉｔ 回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４ 异质性分析： 分年龄回归

由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可知， 隔代抚养家庭的祖辈以低龄老年人为主， 年

龄集中在 ５０ ～ ７０ 岁。 因而本研究按年龄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 分成 ５０ ～ ６０ 岁和 ６１ ～

７０ 岁组进行年龄异质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０ 和表 １１ 所示①。 由表 １０ 可知， 隔代抚

养参与主要影响 ５０ ～ ６０ 岁组老年人的非农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时间， 回归系数均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对 ６１ ～ ７０ 岁老年人， 隔代抚养参与则在 ５％水平上显著降低老年人

的农业劳动和总劳动的参与可能， 并显著缩减农业劳动时间和总劳动时间。 表 １１ 的回

归结果同样表明， 隔代抚养时间主要对 ５０ ～ ６０ 岁老年人的非农劳动参与和总劳动时间

有负向影响， 分别在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对于 ６１ ～ ７０ 岁老年人， 隔代抚养时间对

劳动供给的影响与表 １０ 一致。 隔代抚养对 ６１ ～ ７０ 岁老年人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更显

著， 可能的原因是 ６１ ～ ７０ 岁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体力低于 ５０ ～ ６０ 岁组， 无法兼顾隔代

抚养和劳动 （李连友等，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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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 原模型中内生性是否存在的检验结果及工具变量相关性结果不予汇报。 参考陈璐

等 （２０１６） 的做法， 如果模型中存在内生性问题， 则展示 ｘｔｅｐｒｏｂｉｔ 或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回归的结果，
如果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则展示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或 ｘｔｔｏｂｉｔ 回归的结果。



表 １０　 年龄异质性： 隔代抚养参与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总劳动参与 农业劳动参与 非农劳动参与 总劳动时间 农业劳动时间 非农劳动时间

Ａ： ５０ ～ ６０ 岁组

隔代抚养参与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８４∗∗

（０ ０３７）
－ ６０ ２１１
（６９ ５３４）

２９ １５８
（４８ ２５４）

－ １６２ ４９２∗∗

（６７ ３５３）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１８ ７１８ ７１８ ６７２ ６７０ ６９２
Ｂ： ６１ ～ ７０ 岁组

隔代抚养参与
－ ０ ０５８∗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７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６）
－ ９９ ７８４∗∗

（４８ ８８６）
－ １１９ ４６７∗∗∗

（３７ ６０５）
－ ０ ７９１

（５４ ５４７）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９７３ ９７３ ９７３ ９３１ ９１９ ９５２

　 　 注： 表格中汇报的是回归系数，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控制变量同表 ２， 不再汇报和赘述；∗∗∗、∗∗、∗分别表

示在 １％ 、 ５％ 、 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 ５０ ～ ６０ 岁组模型 （１） 至模型 （６） 分别进行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ｔｏｂｉｔ、 ｘｔｔｏｂｉｔ 和 ｘｔｔｏｂｉｔ 回归； ６１ ～ ７０ 岁组模型 （１） 至模型 （６） 分别进行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ｔｏｂｉｔ、
ｘｔｔｏｂｉｔ 和 ｘｔｔｏｂｉｔ 回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１１　 年龄异质性： 隔代抚养时间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总劳动参与 农业劳动参与 非农劳动参与 总劳动时间 农业劳动时间 非农劳动时间

Ａ： ５０ ～ ６０ 岁组

隔代抚养时间

（对数）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５）
－ １４ ８６９∗

（９ １１１）
－ ０ ６６４
（６ ３７９）

３９５ ６８０
（３５３ ７２１）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１０ ７１０ ７１０ ６６４ ６６２ ６７５
Ｂ： ６１ ～ ７０ 岁组

隔代抚养时间

（对数）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 １７ ８６７∗∗∗

（６ ５２８）
－ １３ ４３３∗∗∗

（５ ０２４）
－ １１ ０２１
（７ ３７３）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９７３ ９７３ ９７３ ９３１ ９１９ ９５２

　 　 注： 表格中汇报的是回归系数，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控制变量同表 ２， 不再汇报和赘述；∗∗∗、∗∗、∗分别表

示在 １％ 、 ５％ 、 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 ５０ ～ ６０ 岁组模型 （１） 至模型 （６） 分别进行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ｔｏｂｉｔ、 ｘｔｔｏｂｉｔ 和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回归； ６１ ～ ７０ 岁组模型 （１） 至模型 （６） 分别进行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ｔｏｂｉｔ、
ｘｔｔｏｂｉｔ 和 ｘｔｔｏｂｉｔ 回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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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作用机制检验

（一） 作用机制检验中变量的设定

根据机理分析部分的讨论， 本文将通过老年人健康生活习惯和家庭收支状况两条路

径阐述隔代抚养影响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决策的作用机制。 基于可得的数据， 健康生

活习惯通过睡眠、 吸烟、 饮酒和社交活动四类变量来反映。 其一是睡眠时间 （小时 ／天）。

其二是吸烟数量 （支 ／天）。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询问了受访者在调查当期是否吸烟以及每天抽

烟支数。 其三是酒精摄入量 （ｍｌ ／年）。 王维维和吴晓露 （２０１７） 将烈性酒、 葡萄酒和啤

酒的饮酒量依次按照烈性酒类酒精度 ５０ 度、 葡萄酒类酒精度 １５ 度和啤酒酒精度 ３ ５ 度换

算成酒精含量， 加总后得到总酒精摄入量。 本文沿用这一换算方法， 计算受访者当年酒

精摄入总量。 其四是社交活动参与度。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中调查的社交活动共有 １１ 类， 对受

访者所参加的每一类社交活动进一步询问了过去一个月的参加频率 （分别为 “差不多每

天”、 “差不多每周” 和 “不经常”）。 参照张冲和张丹 （２０１６） 的研究， 对以上三种频率

的回答分别赋分 ３ 分、 ２ 分和 １ 分， 没有参与的赋分 ０ 分， 加总得出老年人社交活动参

与度。

家庭收支状况将从子女经济转移、 教育培训支出和食品支出三方面来反映①。 其

一是子女经济转移 （元 ／年）。 老年人在照料孙子女的过程中可能会获得来自子女的经济

转移， 这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经济状况， 进而通过收入效应缓解对其劳动供给的影响。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调查了老年人从每一个子女处收到的经济支持， 包括钱和实物。 我们以从子

女处获得的现金和实物货币价值之和代表子女经济转移。 其二是教育培训支出 （元 ／年）。

孙子女在接受教育期间所产生的学费、 培训费等支出， 可能增加老年人的经济压力， 从

而通过收入效应使其更多地参与劳动和延长劳动时间。 其三是食品支出 （元 ／周）。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中询问了 “最近一周， 您家花了多少钱购买食品， 不包括外出就餐、 购买

香烟、 酒水等？”。 本文以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代表家庭食品支出的金额。 处于成长期的儿

童对食品的需求一般相对较高， 特别会增加家庭对零食的消费。 与教育培训支出的作用

效应一致， 食品开支的增加可能促使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劳动和延长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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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 ＣＨＲＡＬＳ 问卷只询问了家庭过去一周的食品支出和过去一年的教育支出

情况， 并未区分支出由哪个家庭成员发生， 因此本文所指的教育费用和食品支出为家庭教育

费用和食品支出总和。



（二）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与分析

表 １２ 汇总了隔代抚养对上述潜在作用机制变量的影响回归结果。 综合而言， 隔代抚

养参与和隔代抚养时间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交活动、 来自子女的经济转移、
教育培训支出和食品支出。 这说明照料孙子女明显增加了老年人的社交意愿， 帮助子女

照看孩子也会显著增加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 同时， 照料孙子女也显著增加了农村

中老年人的家庭教育支出和食品支出。 此外， 隔代抚养参与会使老年人家庭的食品支出

增加约 ３２ ３％； 隔代抚养时间延长也会使食品支出显著增加。 以上结果表明， 隔代抚养

虽有助于提高家庭子女对农村中老年人的代际转移， 但增加的收入则偏向用于孙子女照料。

表 １２　 隔代抚养对潜在机制变量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睡眠时间 吸烟支数 酒精摄入量 社交活动 子女经济转移 教育培训支出 食品支出（对数）
隔 代 抚 养

参与

０ ０７４
（０ １４０）

－ ０ ５０９
（０ ３２９）

－ １７９ ３６７
（５８１ １０６）

０ １２８∗

（０ ０６７）
５４２ ０４５∗∗∗

（１８１ ２４０）
７５２ ３４３∗∗∗

（１２９ ８４１）
０ ３２３∗∗∗

（０ １２５）
控 制 变 量

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拟合优度 ０ ０３３ － － － － － ０ ０２９

样本量 ２３８２ ２４１０ ２４０７ ２４１０ ２３６４ ２３１１ ２２２２
隔代抚养时

间（对数）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５）

－ ７８ ５５１
（７８ ５８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９）
９１ ６５５∗∗∗

（２４ ２５７）
９５ ０３５∗∗∗

（１６ ５８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７）
控 制 变 量

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拟合优度 ０ ０３３ － － － － － ０ ０２９

样本量 ２３８２ ２４１０ ２４０７ ２１０ ２３６４ ２３１１ ２２２２

　 　 注：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控制变量同表２；∗∗∗、∗∗、∗分别表示在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 （１）
和模型 （７） 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 模型 （２） 至模型 （６） 进行 ｘｔｔｏｂｉｔ 回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七　 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中国老龄化趋势加深、 劳动力不足的背景下， 结合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农户微观调查面板数据， 本文从广度和深度两个视角， 使用 ｘｔ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ｘｔｔｏｂｉｔ 模型， 并

利用工具变量法和 ｘｔｅ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ｘｔｅｉｎｔｒｅｇ 模型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实证分析隔代

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第一， 隔代抚养参与和

时间对农村中老年人的总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 参与隔代抚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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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农村中老年人的总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概率分别下降 ２５ ６％和 ２０ ８％ 。 参与隔

代抚养会显著减少总劳动时间和农业劳动时间， 但对非农劳动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这

表明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效应中， 时间替代效应和缓解效应要大

于收入效应。 第二， 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效应存在性别异质性和年

龄异质性， 隔代抚养参与和隔代抚养时间尤其显著地影响农村女性老年人和 ６１ ～ ７０ 岁老

年人的劳动供给。 第三， 作用机制检验发现， 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可以通过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 孩子的教育培训支出、 食品支出和子女经济支持来实现。
本文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部门制定旨在提升农村中老年人福利的公共政策提供建议。 第

一， 从幼儿照料资源供给角度， 需进一步在农村社区增加幼儿照料及教育资源， 减轻老年人

隔代抚养的压力。 第二， 政府部门需强化子女赡养父母的意识， 促使其为提供隔代抚养的父

母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 第三， 在老龄化愈来愈严重的背景下， 政府需制定和推进积极老龄

化的相关政策①； 同时， 积极老龄化的政策设计需考虑隔代抚养的客观现实。 通过设计有效

的政策和项目支持老年照顾者， 完善并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 让老年人在有空间并且

适度发挥 “余热” 的同时，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要、 意愿和能力安排晚年生活。
本文也存在一些研究局限： 第一，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只统计了老年人过去一年是否照料

某个子女的孩子， 但并未具体询问所照顾孙子女的个数， 因而无法得出老年人所照料孙

子女的总量规模。 第二， 孙子女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也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隔代抚养

投入， 但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并未统计所照料孙辈的性别和年龄信息， 不能从孙子女性别差异

和年龄差异角度分析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差异。 第三， 文中隔代抚

养考察的是过去一年农村中老年人的隔代抚养经历， 难以捕捉长期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

劳动供给的影响。 第四， 本文提出了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时间替代

效应、 收入效应和缓解效应三方面， 但囿于数据原因， 并不能从每个效应的角度进行研

究和评估， 仅能获得综合效应的方向和水平。 这些都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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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英等： 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